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从 1895 年康有为“公车上书”到 1906 年














用的结果 , 应该说 , 这是符合实际的。到
1907 年 ,革命思潮已如火如荼 ,而仿行宪政
鹅步鸭行 ,进展无多 ,政治与社会危机加重。
一批新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内心充满了焦
虑 ,希望尽快推行宪政 ,一方面 ,凝结人心 ,改
变“政府孤立于上 ,人民漠视于下”的弊政 ,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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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会 ,斯不患无宪法 ;且必有国会 ,而后能有程
度较高之宪法”。有了国会 ,也才能够监督政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会 ,才能实现民权。光绪三十四年 (1908 年)
正月二十五日《盛京时报》发表《论开国会宜扩
张民权》的社论 ,说得更明白 :“内政之紊乱 ,外
患之迭兴 ,隐忧显患 ,相逼而来 ,推其原因 ,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⑨ ⑩　乌泽声 :《论开国会之利》,《大同报》3 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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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团体头面人物所认同。同年 9 月 25 日 ,杨
度领导的宪政讲习会选派代表熊范舆、沈钧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杨度 :《金铁主义说》,《中国新报》1 —6 号。



















平。19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 ,士大夫对西
方议会制度的了解仅限于表象和皮毛 ,只是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④ 《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》第 3 卷 ,三联书店 1977 年
版 ,第 132 页。
《牖报》2 号 ,第 52 页。
《杨度集》,第 256 页。





作出回应。1906 年 9 月 ,清廷下诏仿行宪
政。1908 年 8 月 ,颁布《钦定宪法大纲》,规
定预备立宪期 9 年。1909 年各省成立谘议
局。1910 年 ,成立全国性的资政院。立宪党
人利用谘议局和资政院这些合法的政治舞台
及和平请愿手段 ,与清廷专制势力进行不懈
的斗争 ,基本上动摇了清廷的统治。在清廷
一意孤行 ,拒不真诚推行议会制度、建立责任
政府的情形下 ,立宪党人从舆论和行动上倒
向革命 ,最终将清王朝送上了黄泉路。从这
个意义上看 ,清末的议会思潮及国会请愿运
动为辛亥革命做了理论准备、组织发展和社
会动员 ,功不可没。
当然 ,当我们在肯定立宪派对议会功效
和议会制度认识上更加深刻而全面时 ,也应
该看到其中也存在一定的误读。第一 ,把开
国会看作是救亡的手段。虽然立宪派也从民
权的角度论述开国会的必要性 ,但他们扩大
民权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激发人民的爱国情
感 ,使人民关心国家命运 ,共同挽救民族危
机。这固然源于近代中国民族生存危机的特
殊背景 ,但不能不说是对西方议会的误读。
近代西方议会是顺应资产阶级保障“民权”的
要求而产生的 ,其本意是限制君权 ,保障民权
的 ,而非为了富国强兵。从长远上看议会民
主确实有助于巩固国本和实现富强 ,但在晚
清权威渐失、社会充满困局的背景下 ,议会救
国显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期望和美丽的误会。
第二 ,他们在充分肯定西方议会功效的
同时 ,也将议会制度普世化 ,以为是放诸四海
而皆可的。很显然 ,这也是一种误读。其实 ,
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
议会 ,不是孤立的东西 ,而是资本主义政治、
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。它的功效的发挥也
以其他条件的存在为基础 ,并不是随时随地
可以移植或嫁接的。但立宪派在片面肯定西
方议会制度的功效的同时 ,却忽视了该制度
得以生存或运作的历史、文化、经济和社会诸
方面的前提和条件 ,从而陷入了制度决定论
的窠臼 ,即仅仅根据一种外来制度的效能来
决定仿效这种制度 ,以求实现该制度的效能。
因为制度决定论的影响 ,立宪派在论述
议会时 ,重视了建立议会的必要性问题 ,忽视
了议会的可行性问题 ;进行了价值分析 ,忽视
了事实分析。结果 ,使得立宪党人的心中弥
漫着一种简单的和片面的乐观主义 ,从而在
开国会的时间问题上急于求成 ,在国会模式
的选择上企求一步到位的英式议会 ,一厢情
愿地设计宪政目标 ,失却必要的耐心和为立
宪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 ,也疏于策略考量 ,在
召开议会的问题上咄咄逼人 ,使本来缺乏自
信而又无可奈何仿行宪政的清廷陷于恐慌 ,
立宪政策逆转 ,造成两者更严重的对立 ,结果
失却回旋的余地。其实 ,当时的中国还显然
缺乏立即实行西方议会政治模式的社会基
础。作为资产阶级议会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
基础都非常薄弱 ,民主文化根浅株弱 ,真正的
工业资本家寥寥无几 ,绅商及其商会等社团
组织力量还很弱小 ,立宪派在追求民主富强
道路上还无所依靠。因此 ,从操作层面考虑 ,
以妥协的方式 ,寻求立宪官僚的支持与合作 ,
借助有限而又必要的政治权威 ,以渐进的方
式推动议会政治目标的落实 ,不失为明智之
举。但由于这种认知上的偏颇和过分理想
化 ,议会诉求最终走上激进的不归路。从这
个视角看 ,立宪派议会诉求无果而终 ,既不能
简单地归咎于清廷的欺骗、阻挠和冥顽不化 ,
也不能一般地归因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阶级
基础的薄弱。
(责任编辑 :谢宝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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